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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党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完善以宪

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必须“坚持立法

先行”。①

立法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抓手，作为理

解我国政治变迁的重要窗口，其实践和理论价值不

言而喻。纵观我国的改革实践，对立法效率的重视

早已有所体现。早期的立法实践强调“有比没有好，

快搞比慢搞好”，②党的十九大以来，立法质量与效率

并重成为新时代立法工作的核心任务。③至此，“提

高立法工作质量和效率”的提法频繁出现在官方话

语中，④地方人大也相继采取措施。⑤

立法的质效并重也引发了学界的热切关注。

李林指出，我国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立法时

代，立法能力的相对不足和立法效率的低下难以适

应日新月异的改革进程，立法短板倒逼立法效率提

高，以便更及时地满足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他认

为在保证立法质量的前提下，必须通过加快立法

速度实现立法能力的整体提升，从而缓和立法高

需求与低供给之间的张力。⑥张文显则从智能社

会易变特征出发，提出立法必须要有前瞻性，须提

高立法效率以应对智能社会的“治理赤字”。⑦宋方

青等人指出立法效率的低下会影响公正的实现，保

证立法审议的效率有助于防止议事僵局、议而不决

等立法延宕现象。⑧孙潮和徐向华认为效率是现代

立法程序所追求的重要价值之一，立法过程应该在

实现民主的基础上提高立法效率。⑨由此可见，立

法效率在实践和理论层面都得到了反复强调。虽

然我国的立法理念随着时代发展经历了不同程度

的调整与转变，但其中对立法效率的重视和追求始

终如一。

【立法学】

中国立法效率影响因素的再审视
——基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实证分析(1991-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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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的立法过程中，立法效率存在较大差异，有些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法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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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对立法效率的影响。我们发现，全国人大立法对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有极强的回应性，党的领导在立法工

作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法案审议中的利益分化和协商会增加立法延宕的可能，多方利益的协调和共识

的凝聚则会提高立法效率。立法规划对立法过程有正面指导效用。此外，法案类别、议题、成熟度和复杂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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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目前学界对立法效率的探讨主要在理论

层面展开，尚缺乏对立法效率的系统性考察。我国

人大立法效率如何？哪些因素影响人大立法效率？

本文试图从实证角度更全面地探讨这些问题，以推

进我们对人大立法过程和立法能力的理解。

本文从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的执行来

捕捉立法效率。⑩通过对全国人大立法效率的初步

描绘，我们发现，同样是纳入五年立法规划的法律草

案，47％的法案能够在当届迅速通过，19％的法案超

过 5年才得以通过，甚至有 34％的法案在 2019年 12
月前仍未上升为法律(具体见表 1)。那么，如何解释

立法效率的差异？哪些因素影响我国的立法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立法效率是一个全球性议题，围绕这

一主题的研究也是比较立法研究中非常重要的领

域，各国立法机构均致力克服立法延宕和僵局，更有

效地平衡民主和效率，以实现良法善治。既有研究

提出了多个竞争性解释，如政府分立、政党分化、意

识形态差异、公众情绪、立法程序等。然而，需要审

慎的是，这些研究多聚焦于西方国家的证据，因此他

们的发现可能并不完全适用于解释中国语境下的立

法表现。最近已有研究也关注到了中国人大的立法

效率。特鲁克斯(Truex)提出并探讨了全国人大的立

法僵局问题，从利益分化和公众关注两个维度，分析

了《食品安全法》等三部法律的立法过程，指出审议

过程中的利益分化和公众关注都会影响立法僵局，

利益分化程度增加立法僵局的可能性，而公众关注

能够打破立法僵局，提高立法效率。本文认为，这

一研究忽视了中国立法过程中的一些核心要素，如

党的政治议程在立法工作中的领导作用，也未将法

律本身的议题属性及所处的届别因素纳入考量。此

外，案例分析的方法也不足以对我国立法效率的影

响因素作更全面的探讨。事实上，我国已经公开了

相当丰富的立法实践资料和数据，我们可以对立法

政治作更系统深入的分析。本文正是在现有研究

的基础上，立足 1991年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

立法实践，构建了系统的立法数据库，运用定量研

究方法描绘我国立法政治图景，更全面地探讨党领

导立法、审议协商、公众关切、法案和届别基本特征

等因素对全国人大立法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全

国人大立法工作能有效回应党和国家重大工作议

程，审议阶段的利益分化会负向影响立法效率，而

立法过程中的民意吸纳仍有待进一步加强。除此

之外，立法规划在立法实践中的指导作用日益凸显，

法案本身的特征和特定届别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立法效率。

本文的研究贡献有三：其一，我们以立法规划为

基点，系统地梳理了全国人大的立法实践，建构了全

国人大立法数据库。其二，本文基于定量研究方法

测量全国人大立法效率，对立法效率的影响因素进

行了分析与评估，弥补了既有文献实证探究的不

足。其三，本文对立法效率的探讨，深植于我国特有

的立法过程中，揭示了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能够显

著提升立法效率，这既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人大立法

过程的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比较立法研究中立

法绩效、立法延宕等文献对接，将我国人大研究更深

地嵌入比较立法研究的理论体系中。

表1 第七届至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落实情况

注：(1)十三届统计截止时间为2019年12月30日；(2)立法规划涉及法案数大于列入规划内项目数量，主要由于个别项目涉及
多项法案；个别法案在同一届人大中修改多次，每次出现我们都将其作为一个观察值。

届别

第七届

第八届

第九届

第十届

第十一届

第十二届

第十三届

共计

规划项目数/个
64
152
89
76
64
102
116
663

实际涉及法案数/项
65
152
89
80
68
112
116
682

当届通过/项
12
71
49
42
37
73
37
321

当届通过率/％
18
47
55
53
54
65
32
47

新立法/项
10
55
28
17
17
23
13
163

修正/项
2
13
12
15
15
38
16
111

修订/项
0
3
9
10
5
12
8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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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一)何为立法效率：界定及测量

仔细审视学界对立法效率的探讨，可以发现既

有研究实际上是从两种进路定义立法效率。第一种

进路依据立法速度定义立法效率，“有比没有好，快

搞比慢搞好”被视作对立法效率的追求。这反映了

改革开放初期立法资源不足和立法需求旺盛之间的

矛盾，“无法可依”的现实困境赋予了当时立法实践

求快的基本逻辑。第二种进路从学理上将效率作

为一个经济学概念，等同于效益与成本的比率或资

源(如时间)消耗与结果之间的比率，而相应的立法效

率则是立法过程中所投入的成本与产出的效益之间

的比例关系。

现有研究无疑为我们理解立法效率的内涵提供

了有益思路，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就第一种进

路而言，既往研究更多的是基于早期立法实践作出

的概括，难免忽略了立法过程中立法效率的差异。

我国立法实践中既有快速出台的法律，如《外商投资

法》，从第一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到表决通过

不足三个月，被称为史上最快立法；也有相当程度

的立法延宕，列入立法规划的法律当届通过率不足

50％(见表 1)。在“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这一

立法理念的统摄下，我国的立法效率在实践中仍表

现出相当的差异性。如何理解并解释这一差异，是

现有文献亟须探讨的问题。

就第二种经济学解释的进路而言，从立法成本

与效益的比率入手探讨立法效率，无疑令人耳目一

新。郭道晖认为立法成本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立法

过程耗费的人财物、时间、精力等物质耗费，统称为

工作成本；二是由立法决策、方略、技术等因素带来

的社会成本。立法效益代表立法者预期目标实现的

程度。徐向华指出立法成本既包括人财物、时间、

智力等物质耗费，也包括精神耗费，立法效益更多体

现为法律在实施中是否贯彻了立法意图、带来多少

有益的社会效果。顾伟和汪新胜认为即使立法效

益没有提高，人财物、时间等程序成本和法律方案选

择的机会成本减少，立法效率也会提高。叶宏伟则

从更为广泛的角度定义了立法成本，他认为立法成

本不仅包括有形成本、机会成本，还包括法律传播和

教育的间接成本。而立法效益是立法机关通过制定

和出台法律所获得的时间、经济和社会三方面效益

的总和。然而，究竟如何衡量立法成本和效益，法

经济学家并未达成共识。再则，相关阐述还主要是

从理论维度出发的探讨。在缺乏相对确定的理论框

架和系统的实证材料的前提下，从法经济学的视角

探讨立法效率仍任重而道远，需进一步探索。

本文立足于第一种进路定义立法效率，并将立法

效率看作衡量立法表现的中性概念。同时，我们借鉴

了比较研究中关于立法效率的探讨。在比较视野

下，立法效率概念往往与立法延宕(legislative delay)、
立法僵局 (legislative gridlock)和立法历时 (legislative
duration)等研究紧密相关。既往研究主要以两种方

式测量立法效率，一是法案是否在当届顺利通过，二

是法案通过的具体时长。其中，柯克兰(Kirkland)等、

休斯(Hughes)等以单个法案为分析单位，以法案是否当

届通过这一二分变量测量立法延宕。宾德(Binder)、
邱访义和克劳姆贝兹(Crombez)等人以立法机构所在

届别为单位，利用各届议会通过和未通过的法案总数

来测量立法僵局。胡尔卡(Hurka)、查斯蒂(Chaisty)、
拉斯马森(Rasmussen)等人则以单个法案的具体审议

时长测量立法历时。本文借鉴了比较研究中的通

行做法，以法案通过与否和法案通过的具体时长来

测量立法效率。这有助于我们捕捉和比较历年来全

国人大的立法效率，也使我们可以更好地与比较文

献对话。

(二)中国人大立法效率的影响因素

哪些因素影响立法效率？20世纪80年代以来，

国外学者从分立政府、意识形态极化、预算丰裕程

度、公众舆论等多个方面探讨这个问题。卡特勒

(Cutler)和松德奎斯特(Sundquist)认为，分立政府状态

下总统与国会各自坚持自己的立场，行政和立法部

门争功诿过，法案往往难逃搁置的命运，从而陷入立

法僵局。梅泽(Mayhew)、克雷比尔(Krehbiel)等学者

基于多源流立法数据挑战或验证这一观点。凯利

(Kelly)、豪厄尔(Howell)将法案类别纳入分析，认为分

立政府会阻碍更多即时性和创新立法的落地，却增

加重要程度较低的立法。除此之外，党派和意识形

态极化也成为竞争性解释之一。宾德、马丁(Mar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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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范伯格(Vanberg)等人立足美国议会的证据，发现

中间派越多，立法效率越高，中间派越少，越可能出

现立法僵局，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极化程度越高，立法

效率越低。此外，立法效率也会受制于预算盈余程

度，科尔曼(Coleman)、邱访义和罗滕伯格(Rothenberg)
认为立法延宕和僵局更多地出现在国家财政吃紧的

时期，预算盈余能够保证更高的立法效率。另外，

公众意见和法案自身特征也会影响立法效率。卡

明斯(Cummins)将制度环境也纳入考量，认为选举周

期是影响立法效率不可忽视的因素，在竞选连任的

激励下，议员为了在选民心中塑造良好的形象，他们

更有可能在任期最后一年提高立法效率。丰富的

比较研究提供了衡量立法效率的诸多可能性，但由

于政治体制的基本差异，这些发现并不适用于解释

我国的立法过程。

如前所述，国内学界对立法效率的研究多为理

论阐述。郭道晖、宋方青等人从立法程序中的审议、

会期制度和专业化程度、利益协调等方面出发，提出

了提高立法效率的策略。叶宏伟则认为立法机制

和时机、立法者素质、立法技术和法律的稳定性都会

影响立法成本，从而影响立法效率。顾伟和汪新胜

指出，立法权力资源、程序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优化配

置能够节约立法成本，提高立法效率。然而，这些

理论尚有待于进一步实证检验。

另一支相关的文献并不专门探讨立法效率，而是

着重于刻画我国立法过程。麦克法夸尔(MacFarquhar)
基于访谈和案例分析发现，在立法过程中部门间的

龃龉是立法延宕的主要动因。诸多学者也佐证了

相关部委以及地方政府利益的碎片化会负面影响立

法效率。值得注意的是，前述特鲁克斯首次将立法

效率与立法过程连接起来。他从利益分化和公众关

注两个角度解释全国人大的立法延宕现象，对全国

人大及其常委会 1993-2017年通过的法律做了描述

性统计分析，并对《食品安全法》《立法法》《特种设备

安全法》三个法律的立法过程进行了案例分析，指出

利益分化和公众关注在中国立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其中，利益分化会导致立法僵局，降低立法

效率，而公众关注能够提高立法效率。该研究很好

地连接了立法效率与立法过程的文献，有助于我们

理解我国立法过程与立法表现，也更好地建立了人

大研究与比较立法研究之间的理论勾连。但这一研

究忽视了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法案基本特征和制

度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此外，受制于案例分析的研

究方法，其结论也有待在更广时段内、以更系统的方

法加以验证。

(三)基本分析框架

基于既有研究，本文试图从行动者、法案和届

别三个面向来理解影响全国人大立法效率的动力

因素。

第一，行动者面向。在我国立法体系中，党的领

导一直是影响立法的首要变量，此外，审议协商和公

众关注也是立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力量。首先，本

文将党领导立法纳入分析框架。党的领导是我国国

家体制的核心，也贯彻在制度运作的方方面面。党

对人大立法工作的领导体现在党对宪法制定与修订

的主导以及党对一般立法工作的领导，如议程设定

和规划落实等。早在 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

委员会建立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代秘书长彭真

明确指出，草拟、修改法律应请示中央原则批准，在

起草和修改中，如有原则性变动，需说明变动理由并

报中央批准。“原则批准”即政治性、方向性的审查，

这一领导方式在后来的会议讲话和学术文献中得到

确认。1991年 2月中共中央出台了党的历史上第

一份领导立法工作的正式文件《关于加强对国家立

法工作领导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政治方面和重大

的经济、行政方面的法律只有提交中共中央审议和

审批之后，才能正式进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

委会的议程。2016年2月中共中央制定通过的《关

于加强党领导立法工作的意见》成为新时代党领导

立法工作的最新指南，该文件提出“党领导立法工作

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进行，不允许随意干预甚至

替代立法活动”“不允许以党内程序代替立法程

序”。由此可见，党对立法工作领导的内容、方式和

程度在不同历史时期并非一成不变。党和国家的中

心工作在不同时期有所调整，也受到人财物、时间等

资源的限制，面临不确定环境和不完全信息，决策者

需有所取舍，有选择地合理配置立法资源，依据改革

步骤和进程识别法律创制的轻重缓急，选择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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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何处。因此，引入党领导立法这一变量有助于

刻画党的领导在立法过程中的呈现，使我们对立法

决策的理解更加鲜活和丰满。

其次，需要注意的是，在党的领导的统摄下，其

他主体也显著影响立法过程与立法效率。如前所

述，学界在剖析人大立法过程的文献中强调部门意

见与立法过程中的审议协商。立法是一个共识凝聚

的过程，立法者需要吸纳行政部门和各方面的意见，

以提高立法的质量与效率，增加法律执行的遵从与

有效性。这也往往伴随立法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

出于各自组织目标的考量所进行的竞争与博弈。学

界对部门立法现象的讨论与阐述也进一步说明利益

攸关者之间的审议协商与共识凝聚是我国立法过程

的核心环节。部门立法现象不仅出现在国家法律

的审议中，也同样体现在省级人大立法过程中。

最后，一个更透明和包容的立法过程与公众参

与紧密相关。公众参与立法不仅可以提高法律的合

法性，提供自下而上的知识和信息，还有助于建立社

会共识，促进法律的遵守和执行。为了更好地吸纳

民意，全国人大作出了一系列努力推进“开门立法”。

2000年，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写入《立法法》第35
条。2005年7月，《物权法草案(三审稿)》首次实行网

上民意征集，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个人所得税

法》修改首次举行立法听证会。2012年《环境保护

法》修改，催生了两阶段网络民意征集的新机制。

2015年《立法法》修改正式将听证会这一民意汲取机

制法定化、制度化。也有研究发现，民众能够借助媒

体及制度化渠道参与并影响立法进程。因此，本文

将从实证角度分别考虑党和国家的关注、审议协商

和公众关注对立法效率不同的影响效应。

第二，法案面向。基于我们的观察和数据的呈

现，我们预期法案本身的属性和特征也会对立法效

率产生影响。邓矜婷等比较了《网络安全法》和《电

子商务法》的立法协商过程，探讨为什么起草阶段同

样有多方参与的法案会呈现迥异的协商风格和立法

进程。基于访谈等定性分析方法，他们发现中央自

上而下的政治领导是潜在的影响因素，除此之外，法

案的类型同样重要。其中，紧急且涉及政治意图较

强的法案，立法推进的速度更快，而紧急程度较低和

政治意图较弱时，立法议程就有了更多讨价还价的

空间。何俊志认为法律的重要性和议题领域决定

着党介入立法过程的程度，那些重要性更高、政治与

行政体制类的法律，党介入立法过程的机会更多。

本文试图结合既有文献，尽可能全面地考虑法案自

身不同的特质对立法效率的作用。

第三，届别面向。立法效率还可能受到宏观环

境和场域因素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也将届别因素纳

入分析框架。本文将兼顾内部和外部视角来考察届

别因素的影响效应。其中内部视角主要考察特定届

别人大常委会立法绩效对立法效率的影响，外部视

角将党和国家人事变动纳入考量。

综上所述，本文立足于我国立法体制，试图建立

行动者、法案、届别三面向因素与立法效率之间的关

系框架，充分利用我国公开的立法实践数据，借助实

证分析方法透视影响我国立法效率的动力因素，挖

掘潜在的总体性规律。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全国人大立法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性，为我们

的分析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本文的数据源于自

建数据库，我们选取了全国人大立法活动作为研究

对象，匹配了列入立法规划的法案及其落实情况、媒

体报道、公众意见等多源流数据，建构了全国人大立

法数据库。具体而言，本文所搜集的数据主要包括

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1991年至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

划及规划内法案具体的落实情况。数据来自《全国

人大常委会公报(1988-2019)》《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

统计(2018年版)》及中国人大网。

其二，全国人大立法意见征集数据。如前所述，

2005年以来，全国人大启动了网上征集公众意见的

制度，自此，重要立法草案会通过网络渠道汲取民

意，公众可对法案审议稿提出意见建议。我们收集

了 2005年至 2019年年底通过网络渠道收集公众意

见的141项规划内法案的相关数据，以评估立法过程

中的公众关切。

其三，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1946年至今)。《人民

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也是中国第一大报，是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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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者和传播者，且

1946年至今的报道皆完整保存，有助我们纵向透视

不同时期党和国家对立法工作的持续性关注和领导

情况。本文遵循了既有研究中测量官方注意力分配

的做法，利用《人民日报》的报道情况作为捕捉党的

持续性关注的代理变量。

(二)被解释变量：立法效率

1.立法规划

立法规划是人大立法过程启动的正式起点。本

文基于立法规划的落实状况衡量立法效率。早在20
世纪80年代，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大“将社会主义民

主化和法制建设作为中心任务，促进社会主义民主

制度化、法律化”精神，七届人大开始制定五年立法

规划。1988年6月，七届人大法律委员会提出了《关

于五年立法规划的初步设想》。1991年，《全国人大

常委会立法规划(1991年10月-1993年3月)》正式出

台，实现了全国人大层面立法规划制定工作的例行

化和常态化。2015年修改后的《立法法》第52条第1
款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认真研究代表议案和

建议，广泛征集意见，科学论证评估的基础上，根据

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的需要，确定立法项

目，提高立法的及时性、针对性和系统性，编制五年

立法规划。立法规划由委员长会议通过并向社会公

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

督促落实。

迄今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颁行了7个五年

立法规划，立法工作的计划性不断完善。表2为第七

届至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基本描

述。除第七届外，其他届别的立法规划皆在本届人

大任期第一年内出台。同时，自十一届全国人大开

始，立法规划的发布基本固定在任期第一年的9月前

后，逐步实现了立法规划工作的制度化。全国人大

常委会立法规划内的立法项目主要分为两类，一类

项目是条件比较成熟，当届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

案；二类项目是需要抓紧论证，待成熟时安排审议的

法案。在 1991-2019年列入立法规划的 663个立法

项目中，一类项目共452个，二类项目共211个。

长期以来，在立法实践中，立法规划的完成度是

衡量人大常委会工作绩效的重要指标，全国人大常

委会多次强调如期实现立法规划是常委会立法工作

的重要目标。宋方青认为“立法规划是立法决策的

重要载体”。历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都会就立法规划

的落实问题专门召开立法工作会议，对如何完成立

法规划作出部署，并强调要加强对规划内立法项目

起草工作的指导、督促和协调，以促进立法规划的如

期实现。孔德王、梁存宁等也指出立法规划能够有

效整合立法资源，确保不同时期和阶段的立法任务

保质保量、及时地完成。

2.立法规划与立法效率

本文选取立法规划作为捕捉立法效率的起点，

一方面是借鉴既有文献的测量方法，与相关研究对

话。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立法规划是立法过程的首

要阶段，在全国人大的立法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性的

角色。因此，我们以法案进入立法规划为开端，跟

踪这些列入立法规划法案的命运，旨在从立法规划

的执行角度来描绘全国人大的立法效率。

表2 第七届至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基本情况 单位：个

届别

第七届

第八届

第九届

第十届

第十一届

第十二届

第十三届

任期

1988年4月-1993年3月
1993年3月-1998年3月
1998年3月-2003年3月
2003年3月-2008年3月
2008年3月-2013年3月
2013年3月-2018年3月

2018年3月-

规划出台时间

1991年11月
1994年1月
1998年12月
2003年11月
2008年9月
2013年10月
2018年9月

规划项目数

64
152
89
76
64
102
116

一类项目

21
115
63
59
49
76
69

二类项目

43
37
26
17
15
26
47

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内法案的数量以2015年8月调整后的数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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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描述了各届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落实情

况，1991-2019年共有663个立法项目列入五年立法

规划，但实际上共涉及 682项具体法案，其中 448项
先后通过，各届人大任期内通过的法案有321项。进

一步观察历届法案通过的情况可以发现，当届通过率

呈总体上升趋势，十二届全国人大列入立法规划的草

案当届通过率最高，达到了 65％，这可能与 2015年

《立法法》修改、立法规划法定化存在一定关联。另一

个明显的趋势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立法数量呈显

著下降趋势，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修正案。这也侧

面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法律

修改成为立法工作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主要生长点。

3.立法效率的衡量

以列入立法规划且后来通过的法案为分析单

元，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法案的实际立法效率，也就

是说，某一特定法案是否在当届通过。如列入规划

的法案在5年任期内通过记为1，反之为0。此外，为

了保证结果稳健性，我们将立法的实际时长作为另

一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三)解释变量：行动者、法案与届别

如前所述，本文关注行动者、法案、届别三个面

向的因素对立法效率的影响，因此将它们作为解释

变量加以考察，表3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描述

性统计分析。

表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届别

立法效率

立法历时

Log(立法历时)
当届人民日报报道数

法案修改总条数

公众意见征求天数

征集意见条数

法案类别

包裹立法

修改类型

法案成文条数

牵头起草单
位

联合起草

立法议题(见图1)
跨届通过

规划出台历时

规划中法案规模

国家主席换届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换届

三审制法定化

立法规划法定化

一类项目

二类项目

修正

修订

新立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

全国人大专委会

党中央部门机构

国务院及其部委

中央军委

最高法

最高检

群团组织

样本

448
448
448
448
448
448
141
141
448
448
448
448
448
448
448
448
448
448
448
448
448
448
448
448
—

448
448
448
448
448
448
448

均值

0.72
1248.78
6.47
87.14
17.99
43.06

24516.82
0.77
0.23
0.08
0.29
0.15
0.55
78.69
0.17
0.20
0.01
0.56
0.02
0.02
0.01
0.01
0.64
—

0.096
361.25
102.11
0.65
0.89
0.67
0.27

标准差

0.45
1387.25
1.40

215.53
1532
16.27

63677.23
0.42
0.42
0.27
0.46
0.36
0.50
66.76
0.38
0.40
0.12
0.50
0.14
0.14
0.11
0.07
0.48
—

0.295
315.05
32.46
0.48
0.32
0.47
0.45

最小值

7
0
1
0
0
0
15
25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

0
186
64
0
0
0
0

最大值

13
1

9039
9.11
2909
127
89

330960
1
1
1
1
1
1

452
1
1
1
1
1
1
1
1
1
—

1
1329
152
1
1
1
1

··52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法理学、法史学2022.8
JURISPRUDENCE AND HISTORY OF LAW

首先，行动者面向的变量包括党和国家的关注、

审议协商和公众关切。其一，我们以《人民日报》在

当届人大履职期间针对具体法案的报道数来测量党

和国家对该法案的关注。这一期间的报道数越多，

代表着党和国家对该法案的关注程度越高。其二，

我们以法律草案在审议阶段的修改广度，即修改总

条数来测量审议协商程度。如前所述，人大立法审

议已经成为多元利益博弈的主战场，草案修改的广

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审议期间利益博弈的程度。

一般认为，不同部门之间的龃龉是造成立法延宕的

重要因素。其三，目前学界主要依赖调查数据测

量公众舆论，由于缺乏 1991年至今相关调查数据，

本文选取了中国人大网法律草案意见征集数据，我

们共获得 141个能够匹配公众意见数据的法案样

本，公众针对特定法案反馈的意见总数测量相关的

公众关切。

其次，法案特征面向的变量分别是法案类别、修

改类型、牵头起草单位、联合起草、法案议题、包裹立

法、法案成文条数和法案的成熟度。法案类别包括

立法规划中的一类和二类项目，修改类型为修正、

修订和新立法三种，以法案成文条数测量法案复杂

度。牵头起草单位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

大专门委员会、党中央部门、国务院及其部委、中央

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群

团组织等。其中国务院及其部委牵头的法案占一

半以上，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次

之(见表 4)。考虑到部分草案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机

构或部门联合起草，也有研究表明部门间联合起草

有利于提高立法效率，本文将是否联合起草作为

虚拟变量纳入分析。另外，包裹立法于 2009年用于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修改中，被认为是降低立法成

本、提高立法效率的一种立法模式，我们也纳入了

法案是否属于包裹立法这一变量。就法案议题而

言，我们借鉴官方关于政务信息的分类方式将法案

议题分为十四类，具体分类和数量分布如图 1所

示，首先是财政和经济类法案数量最多，其次是政

法类，再次是政治与管理体制类。最后，部分法案

在上届人大已开启立法审议但并未进入表决阶段，

这些法案可能会继续列入下届人大常委会立法规

划。也就是说，这些法案比列入同期立法规划的其

他法案更加成熟，立法效率也就更高。因此，我们

将法案是否跨届别审议纳入分析，即法案初审时间

图1 不同立法草案议题分布

表4 牵头起草单位的分布

牵头起草单位

全国人大常委会

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

党中央部门

国务院及其部委

中央军事委员会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群团组织

共计

法案数/项
78
90
6

249
9
9
5
2

448

比例/％
17.41
20.09
1.34
55.58
2.01
2.01
1.12
0.4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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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在当届人大上任履职之前，以此来捕捉法案成

熟度对立法效率的影响。

最后，届别面向的变量包括内外部制度环境和

两个重要时间节点。其中，我们用当届人大履职期

间国家主席是否换届测量人大立法的外部环境，内

部制度环境的测量方式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是否换届、立法规划的出台效率和规划内法案总

数。委员长是否连任可能会对立法效率产生影响，

一方面立法工作本身就依赖于长期知识和经验的

累积，新任委员长可能需要必要的学习过程；另一

方面委员长换届也意味着领导风格的变化与调整，

新任委员长可能需要相当程度的立法绩效。此外，

立法规划出台效率的计算方法是从新一届全国人

大履职到立法规划正式出台之间的时长。立法规

划出台效率高通常意味着人大能够及时有效的保

障立法工作的进展。规划内法案总数除了将人大立

法绩效纳入考量外，也旨在对话法经济学文献，检验

立法规模的增加可能导致“规模不经济”，降低立法

效率这一观点。

此外，本文也将《立法法》相关两个重要节点纳

入分析，即2000年《立法法》通过和2015年《立法法》

修改。2000年《立法法》明确规定了立法程序的三审

制，2015年修法正式法定化了立法规划，无论是立法

程序的审慎复杂，还是立法规划的法定要求都会影

响立法效率，本文因此加入两个时点的虚拟变量予

以控制。

(四)研究方法

考虑到本文的被解释变量立法效率为二分变

量，本文采用 Logit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具体模型

如下：

Efficiencyi=c1+r1actori+r2billsi+r3sessionsi+εi

其中Efficiencyi代表立法效率，具体指法案当届

通过的情况，c1是常数项，actori表示行动者面向的变

量，包括党和国家的关注、审议协商、公众关切，billsi

表示法案面向的变量，sessionsi为届别面向的变量，εi

为随机误差项，r1、r2、r3是各变量的系数。在Logit回
归分析的基础上，为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我们以

实际立法天数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最小二乘

法(OLS)回归分析。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哪些因素影响立法效率？

为考察立法效率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本文采用

Logit回归模型进行分析。表 5模型 1至模型 3采用

分步回归，以检验变量间关系的稳健性。模型1仅纳

入了行动者面向的变量，模型2则在模型1的基础上

加入法案特征的变量，模型3进一步纳入届别因素。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考虑到测量公众关切的意见

征集数据的样本只有 141个，只包括了 2004年以后

通过的法律，包裹立法等特定法案并不会通过网络

渠道征集公众意见，因此我们单独对这一变量与立

法效率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见56页图2)。
实证结果表明，加入模型的变量越全面，模型的

拟合度(R2)越好，意味着模型对立法实践的解释力

越强。就行动者面向而言，全国人大立法对党和国

家的工作重点有极强的回应性，党和国家关注程

度越高，《人民日报》报道越多的法案，立法效率往

往越高(p＜0.01)。法案审议过程中的协商和利益博

弈会降低立法效率，增加立法延宕的可能。法案在

审议中的修改幅度与立法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p＜0.01)。在纳入法案特征和届别变量后，党和国家

的关注、审议协商对立法效率的影响仍然稳健。值得

注意的是，可能是受限于有限的样本量，网络民意的

征集与立法效率没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但通过

边际效应分析(见56页图2)，我们发现公众意见征集

越多、关切程度越高的法案往往立法历时也更长，在

一定程度上，这也体现出立法机关在制定涉及人民群

众利益、与公众生活紧密相关的法案时会更加审慎。

就法案面向的影响因素而言，首先，立法规划中

的一类项目较二类项目立法效率更高，这也符合实际

工作要求和现实情况，一类立法项目往往准备条件相

对成熟，较二类立法项目更可能在五年任期内通过。

其次，从法案所涉议题而言，议题与立法效率之间的

关系总体不甚明显，但政治与管理体制类法案往往需

要酝酿更长时间，而交通运输与管理类法案则更可能

在当届顺利通过。再次，法案的起草单位并不会对法

案能否成功在当届通过产生显著影响。最后，我们发

现法案复杂度越高，也就是最终通过的法律文本条

文数越大，立法所需要的时间成本也相应更高，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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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报告结果为系数而非发生比，括号内为标准误；(2)***代表0.01的显著水平，**代表0.05的显著水平，*代表0.1的显著
水平；(3)分类变量的参照组在标注于括号内；(4)公众意见征集和牵头起草单位在回归结果皆不显著。

表5 全国人大立法效率的影响因素

解释变量

党和国家的关注

审议协商

法
案
特
征

届
别
特
征

常数项

样本

Prob＞chi2
Pseudo R2

二类项目(一类)
法案类型
(新立法)

包裹立法

议题
(教科
文卫)

法案条文总数

联合起草

跨届通过

牵头起草单位

规划出台历时

规划内法案规模

国家主席换届

委员长换届

三审制法定化

立法规划法定化

修正

修订

财政经济

政治与管理体制

政法

军事国防

民宗侨外

规划和城建

环境和资源

劳动人事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社会保障

交通运输与管理

立法效率

(1)Logit
0.019***(0.003)
-0.036***(0.008)

0.660***(0.205)
448
0.000
0.148

(2)Logit
0.024***(0.004)
-0.052***(0.014)
-1.232***(0.308)
-0.067(0.412)
-0.654(0.399)
0.530(0.700)
-0.483(0.485)

-1.419**(0.606)
-0.046(0.589)
-0.753(0.861)
-0.308(0.998)
-0.569(0.630)
0.130(0.621)
-0.7150.103)
0.077(0.774)
0.974(1.027)
0.974(1.532)
-0.871(0.717)
1.420(0.884)

-0.009***(0.003)
-0.395(0.305)

3.753***(1.133)
YES

1.6650.486)
448
0.000
0.297

(3)Logit
0.026***(0.005)
-0.054***(0.015)
-0.982***(0.355)

0.030(0.478)
-0.582(0.460)
0.039(0.705)
-0.630(0.554)

-1.866***(0.696)
-0.1 90(0.667)
-0.777(0.969)
0.525(1.124)
-0.924(1.157)
-0.115(0.740)
-0.118(1.252)
0.379(0.885)
0.719(1.231)
3.960(4.788)
-1.021(0.817)
2.187**(1.049)

-0.012***(0.003)
-0.629*(0.355)
3.428***(1.138)

YES
-0.006***(0.001)
-0.033***(0.010)
-1.279***(0.430)
3.002***(0.688)
-4.080***(0.835)
0.965**(0.401)
8.468***(2.577)

448
0.000
0.435

(4)OLS
-0.001**(0.000)
0.011**(0.005)
0.417***(0.152)
-0.421**(0.166)
-0.1 25(0.180)

-0.787***(0.266)
-0.351*(0.197)
0.506***(0.153)
-0.1 52(0.244)
-0.104(0.387)
-0.032(0.423)
-0.039(0.453)
0.069(0.273)
-0.192(0.418)
-0.419(0.322)
0.058(0.484)
-0.547(0.515)
0.175(0.308)
0.135(0.372)
0.001*(0.001)
0.305**(0.133)

-1.048***(0.210)
YES

0.001***(0.000)
0.004(0.003)

0.632***(0.152)
-0.808***(0.228)
1.333***(0.193)
-0.138(0.151)

4.206***(0.980)
448
0.000
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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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显著更低(p＜0.01)。相反，法案的成熟度越高，

其立法效率在99％的置信区间内显著更高。

届别变量对立法效率也会产生一定影响。立法

规划出台时间与法案的立法效率负相关，立法规划

出台历时越长，法案出现立法延宕的可能性也更大，

反之亦然。立法规划的规模越大，其中法案的当届

通过率显著降低。其他届别变量，如内外制度环境

的变更会对法案立法效率产生差异化的影响，国家

主席换届往往意味着国家方针政策的调整，人大立

法也趋向审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换届通常会

提高立法绩效。此外，就《立法法》制定和修改的影

响而言，表5模型3报告了三审制和立法规划法定化

的影响。其中，三审制显著负向影响立法效率，相较

于2000年7月1日之前审议通过的法案，《立法法》生

效后审议通过的法案当届通过的概率显著降低(p＜
0.01)。而 2015年立法规划法定化后，法案在当届人

大任期内通过的概率显著提高(p＜0.05)。
(二)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以法案列入立

法规划到实际出台的具体时长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稳

健性检验，为了尽可能克服异方差并满足最小二乘

法正态分布的前提假定，我们对立法历时取对数进

行回归分析。如表5模型4所示，我们发现党和国家

的关注、审议协商依旧非常显著，前者有助于减少立

法历时，促进立法效率，而审议中争议和交锋点越多

往往使立法出台历时更长。此外，检验结果进一步证

实了二类项目、政治与管理体制类的法案往往立法历

时更长。从立法实践来看，《监督法》《立法法》《人民

检察院组织法(修订)》等法案都经历了较为漫长的审

议阶段。以《监督法》为例，七届全国人大1991年将

《监督法》列入立法规划，这部法律直到2006年才由

十届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另外，法案的成熟度和

复杂度都会影响立法时长，越成熟的法案立法时长

越短，越复杂的法案立法时长越长。主模型中立法

规划的正向作用、内外制度环境变更带来的差异化

影响都得到进一步证实。最后，表5模型4再次验证

了三审制法定化会使法案立法时长显著增加。

五、结论

本文基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执行来测

量人大立法效率，并对影响立法效率的因素进行实证

分析。通过对历届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内法案的立

法效率进行描述性统计发现，七届人大以来，我国立

法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十二届人大列入规划的法案

通过率达历届最高。这与近年来新创性立法数量显

著下降，人大审议的法律修正和修订案增多有关，也

因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发展进程，法律

修改成为当前法律体系发展和完善的主要生长点。

为了进一步理解和探索不同法案立法效率差异

化的原因，本文匹配和建立了涵盖行动者、法案和届

别三大面向变量的立法数据库，分析不同因素对立

图2 公众关切对立法效率的影响效应
注：图2a和图2b的边际效应图分别是公众关切与立法效应Logit和OLS线性回归(p＞0.1)，置信区间为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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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效率的影响。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全国人大立法

对党和国家工作重点有极强的回应性，党的领导在

立法工作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立法过程中多

方利益的博弈与协调会增加立法时长，这也反映了人

大立法日益成为凝聚共识的平台，立法审议在争议性

事项中趋于审慎。网络民意的征集与立法效率没有

统计上的显著相关性，但会促使立法更为慎重。法案

类型、议题、成熟度和复杂度对立法效率有相当程度

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立法规划出台效率的提高，

有助于充分发挥其立法指导作用，促进立法工作的

科学化，显著提升立法效率。此外，内外部制度环境

会对立法效率产生差异化的影响，而“三审制”的法

定化会相应增加立法的时间成本，降低立法效率。

囿于篇幅、数据的有限性等局限，本文对全国人

大立法效率的测量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探索，

未来仍有大量值得继续关注与研究的问题。本文核

心关注问题是立法效率，即法案是否在当届人大通

过，如前所述，这意味着108项规划外通过的法律和

234项迄今未获通过的法案超出了本文探讨范围。

我们对这些法律和法案做了初步探讨，就规划外通

过的法律而言，规划外立法的平均审议时长显著短

于规划内立法(p=0.00)，此外，规划外立法也多由国

务院及其部委牵头起草，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规划

内立法和规划外立法逻辑可能有相当差异，有待进

一步研究。就迄今未通过的法案而言，部分法案终止

起草或审议，部分法案以行政法规的方式进入法律体

系，也有些法案以“搭便车”的方式被其他法案吸收，

未来也可以更细致地探讨。此外，如何更好地测量党

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更深入地探寻公众意见对立法过

程的输入与影响，都是未来可继续挖掘的问题。进一

步地，立法过程中的成本与收益的衡量，特别是立法

收益的测量，全国人大与地方人大立法实践的比较

等，都有待继续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人大立法工作

砥砺前行，已经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对这些经验

的系统性整理与分析，是人大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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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具体类型的划分参考国家电子政务标准化项目工作组文件“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第4部分：政务信息资源分类”。

附件1
附表1 法案议题的分类

法案议题

教科文卫体

财政经济

政治与管理体制

政法

军事国防

民宗侨外

规划和城建

环境和资源保护

劳动人事

农业

工业

旅游和服务业

社保和民政

交通运输与管理

具体类型

教育、科技、文化、新闻出版、卫生、计划生育、体育

财税、市场管理、商业贸易、金融监管、经济组织、审计、保险

宪法、一府一委两院组织和管理制度

国家安全、公安、司法

军事、国防、军事政治工作、军事后勤工作、军事技术

宗教、民族、侨务、外事

房地产、市政建设、规划、土地管理

环保、水资源、海洋、大气等自然资源保护与灾害防治

劳动合同、就业与培训、人事、福利待遇、工资职称

农、林、畜牧、渔业

电力、煤炭、建筑等

旅游业、邮政、电信

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民事和公民权益

交通运输(铁路、水路、民航)、交通管理

What Influences Legislative Efficiency in China?:
An Empirical Inquiry of NPCSC’s Legislative Plan(1991-2019)

Yang Hui Yu Xiaohong

Abstract：There exist significant variations in terms of the legislative efficiency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
gress. Some bills listed in the legislative plan were enacted and promulgated into national laws within months. Some
were nonetheless delayed, up to decades. What explains such divergence? Based on an empirical inquiry into the
legislative plans of the NPCSC from 1991 to 2019, we examine a variety of factors, such as the party leadership, legis⁃
lative deliberation,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posed bills. We find that our lawmaking tends to respond to the
party leadership efficiently. Bargaining during legislative deliberation nonetheless leads to legislative delay. Legisla⁃
tive plans, in general, accelerate the lawmaking process. Moreover, policy types, issue areas, and the maturity and
complexity of proposed laws influence legislative efficiency to various degrees. Changes in both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environment and the revisions of the legislative procedure also impact legislative efficiency. At the same time, we find
that while the NPC continues to invite more public inputs in its lawmaking process, substantial improvement is still
needed.

Key words：Legislative Efficiency; Legislative Plan; Party Leadership in Law-making; Legislative Delib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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